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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恐怖主义
———美国学者对恐怖主义研究的认识和反省

朱 素 梅

(国际关系学院 国政系 , 北京 100091)

　　[摘要] 恐怖主义研究一直处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位置。作为恐怖主义的主要研究机

构 ,思想库的研究主要是事件驱动式的对策研究。以“9·11”事件为契机 ,美国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研

究相关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思 。这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健康发展 ,从长远看将对美国朝野正确

认识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产生深刻影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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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曾说过:国际政治中

的重大事件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的实

验。“9·11”事件亦不例外 。惨案发生以来 ,美国国

内对政府 ,尤其是对情报部门的指责声不绝于耳 。

然而 ,一些清醒的国际关系学者指出:学术界也难逃

其责 。正如冷战的和平终结凸显了主流国际关系理

论的苍白无力一样 , “9·11”事件也有力地证明学术

界在恐怖主义及安全研究问题上存在着认知的重大

缺陷 。[ 1]

一 、美国学术界如何认识

恐怖主义研究

　　“9·11”事件使恐怖主义研究迅速成为一门显

学。有关恐怖主义的研究论文频频出现在美国主要

国际关系期刊上 ,各大学纷纷开设恐怖主义相关课

程 , “恐怖主义”及其相关课题似乎突然间成为学术

界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“金山” 。然而在“9·11”

事件之前 ,恐怖主义研究是美国国际关系界的一只

“丑小鸭” 。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 ,由于恐怖主义研

究涉及许多学科 ,如心理学 、社会学 、犯罪学 、历史

学 、法律学和国际关系学 ,所以它很尴尬地处于这些

研究内容跨度较大的学科之间(事实上 ,美国一些著

名的恐怖主义专家本身就是心理学家 、犯罪学家或

法学家。)。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内 ,则无法简单地将

恐怖主义研究划归两大主流学派 ———现实主义学派

和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任何一种研究范式。由此 ,恐

怖主义研究一直处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缘位置 。这

种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1.学术出版物 。

美国主要的国际关系类学术期刊一般不发表有

关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文章。例如 , 1999 年 ———

2001年 ,美国主要的国际关系类学术期刊如《世界

政治》(World Politics)、《国际组织》(International

Organization)、《安全研究》(Security Studies)、《美国

政治学评论》(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)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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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《美国政治学期刊》(American Journal of Poli tical

Science)没有发表一篇具体探讨恐怖主义威胁的文

章。[ 2] (P.171)由于恐怖主义研究在“9·11”事件之前一

直不被学术界看作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安全课题 ,专

门探讨安全问题的学术期刊一般也不发表恐怖主义

研究的文章。例如 ,根据笔者的统计 ,由哈佛大学主

办 、享誉国际关系学界的《国际安全》(International

Security),自 1994年春季号至 2001年秋季号仅发

表了一篇有关应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文章 。政策类杂

志(policy journals)的情况要好一些 。如被称为美国

外交政策晴雨表的《外交事务》(Foreign Affairs),自

1996年 ———2001年“9·11”事件之前 ,共刊登了 7篇

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文章。不过 , 《外交事务》杂志

自 1990 ———1995漫长的 6年间没有刊载一篇论述

恐怖主义的文章 。

美国国内还有两本专门研究恐怖主义的期刊:

《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》和《恐怖主义与政治冲突》 。

尽管这两本期刊均为高质量的专业刊物 ,其编委包

括象马莎·克伦肖教授这样著名的恐怖主义问题专

家 ,但这两本杂志均不被国际关系的圈内人士认为

是主要的专业杂志。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不屑于

在这种非主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,在他们(尤其是在

大学执教的学者)看来 ,只有在诸如《美国政治学评

论》 、《国际组织》及《世界政治》这样的纯学术期刊上

发表的文章才是晋升终身教授的“敲门砖” 。

图书出版公司 ,尤其是大学的出版社也不青睐

恐怖主义的选题。例如 ,以杜克大学图书馆目录作

为数据库 ,浏览一下该图书馆自 1997至 2001 年购

入的图书 ,发现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与恐怖主义内

容相关的书籍仅有 4本 ,其中 ,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

出版了 3本 ,另有一本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。

所有其它的相关书籍均由兰德公司 、其它思想库出

版社和商业出版公司出版 。[ 2] (P.172)

2.研究生培养

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是国际关系专业研究人员的

主要来源 。美国政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从一

开始就向博士生传递这样的信息:他们选择的未来

之路是关于学科本身 ,而不是现实世界 。对此 ,杜克

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认为 ,学科的训练固然是最基

本的 ,研究生需要熟知并能够参与主要理论问题的

争论 ,但他们也需要了解政策 ,了解有关某项政策的

历史和现实背景。[ 2](P.178)而在目前的美国研究生

院 ,理论课程与政策课程的比重严重失衡 。研究生

的课程表中更多的是有关理性决策模式和博弈论方

面的课程。康奈尔大学的彼得·卡赞斯坦教授指出 ,

从美国一流大学政治学系(政府系)开列的国内和国

际安全课程的参考书目看 ,显然恐怖主义不被认为

是训练研究生的一个合适的题目 。[ 1]

对方法论的过分偏好使政策研究无容身之地。

这种培养偏好所培养出的研究者往往在认知上过分

拘泥和偏狭 ,使他们无法回答“9·11”事件所提出的

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。“9·11”后美国一位政策圈人

士曾以嘲讽的口吻向其学术界同行问道:我现在该

求助于你们的哪种模式和理论呢 ?[ 2] (P.169)

对于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来说 ,职业市场的“理论

偏好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大学的招聘委员会在

决定是否签发面试邀请函时 ,太多的考虑是基于博

士论文的理论问题而非政策问题 。对于那些有志于

研究恐怖主义的博士生来说 ,表示对恐怖主义这一

“非学术”问题感兴趣 ,就等于将自己排除在大多数

学术研究机构之外 。正因为此 ,博士生的论文中极

少有涉及政策问题的———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———

对在现存体系内找饭碗的人是合情合理的 ,但对该

体系的健康发展却是极不合理的。[ 2] (P.178)对

1998———2001年美国博士论文摘要的搜寻显示 ,只

有七篇论文涉及恐怖主义及相关内容 ,而且这七篇

论文中仅有一篇出自美国排名前 25 的政治学

系 。[ 2](P.172)

二 、美国的研究机构如何

研究恐怖主义

　　不过 ,恐怖主义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的边缘地

位并不表明美国不重视恐怖主义研究。事实上 ,作

为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 ,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

美国更重视恐怖主义问题了 ,只不过作为政策性问

题 ,恐怖主义研究主要由那些具有官方背景和政策

倾向的研究机构或思想库承担 。不可否认 ,此类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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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机构对恐怖主义作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 ,有的

思想库还拥有一流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和学者 ,如

兰德公司的资深专家布赖恩·詹金斯和布鲁斯·霍夫

曼以及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沃尔特·拉奎尔等。

但思想库的研究有时受狭窄的研究兴趣和范围

所限 ,其研究内容往往是与政府签约 、需在短时间内

完成的“事件驱动”(event-driven)型的对策研究 。

以兰德公司的研究历史为例 ,该思想库对恐怖主义

的研究始于 1972年———那一年发生了两起震惊世

界的恐怖主义事件———日本“赤军”在以色列洛德机

场枪击旅客以及巴勒斯坦“黑九月”组织在慕尼黑奥

运会袭击以色列运动员 。面对这种新的威胁模式 ,

美国政府作出了反应 ———美国总统尼克松设立了内

阁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,以协调美国的反恐怖行动 。

该委员会则委托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现象及其对

美国安全利益所造成的影响。[ 3](P.1)

兰德公司最早的研究内容是绑架问题 ,因为当

时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发生了一些美国外交官遭绑架

的事件。美国国务院要求兰德公司考察为营救人质

而谈判的机制。为此 ,兰德公司对已发生的重大绑

架事件作了仔细的个案研究 ,并就如何解决人质绑

架事件提出了对策。

70年代初 ,美国驻外使馆频频成为恐怖分子的

袭击目标 ,兰德公司为此考察了恐怖分子占领使馆

的历史 ,研究了如何使使馆免受汽车炸弹的袭击 ,并

提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数学计算公式 ,将其用于美

国使馆新的设计和建筑标准。此后美国使馆得到了

较好的保护。[ 3] (P.10)

最能体现兰德公司恐怖主义研究成果的是该公

司于 1999年公开出版的一本题为“反新恐怖主义”

的专著 ,该书系统论述了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对

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 ,并将反恐怖主义提高到美国

国家大战略的高度。但即使是这本极富警示性的专

著 ,也是一项“事件驱动”式的对策研究:1996 年 7

月沙特达兰美国空军宿舍楼遭袭击后 ,美国空军迫

切希望了解恐怖主义对美国部署在海外兵力所构成

的威胁以及空军如何防范恐怖主义 。受美国空军委

托 ,兰德公司空军项目部撰写了这一研究项目 。

这样的研究取向不独为兰德公司所有。以美国

另一著名思想库———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《外

交事务》为例 ,该杂志 1996 年———2001年刊载的有

限的几篇论述恐怖主义的文章 ,大都是在重大恐怖

事件(如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和 1998年

东非美国使馆爆炸案)发生后的对策性研究 ,如对生

化和网络恐怖主义的探讨及如何应对大规模毁灭性

武器的恐怖袭击。

由此可见 ,思想库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取向是实

用的 、对策性的 ,这在技术上对打击恐怖主义非常有

效 ,但缺乏对恐怖主义这一现象的深刻理解 。大多

数的思想库不对恐怖主义的起源和动机作深入分

析 ,更没有将恐怖主义研究上升到大战略的高度。

马莎·克伦肖教授指出 ,在有关大战略(Grand Strat-

egy)的浩如烟海的大部头著作中 ,恐怖主义几乎完

全被忽视了 。的确 , “9·11”事件之前 ,美国主要国际

关系类 、尤其是安全类刊物(包括思想库主办的刊

物)中 ,大战略的研究对象不是恐怖主义 ,而是 TMD

和 NMD 。

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忽视 ,不仅反映了学术界(包

括思想库)研究取向的缺陷 ,也是近年来弥漫于美国

学者和政府的自满情绪的结果 。冷战的胜利 、经济

的持续繁荣以及军事力量的绝对强大 ,使包括许多

学者在内的美国人沾沾自喜 。“9·11”事件之前针对

美国的几次恐怖袭击(如 1993年的世贸大楼爆炸事

件 、1996年对沙特美国空军基地的炸弹袭击和 2000

年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遇袭)均未造成大面积的

人员财产损失 ,这也使许多学者低估了象基地组织

这样的恐怖团体的能量 。对此 ,马莎·克伦肖教授一

针见血地指出 ,当大战略的分析家们随意地批评政

府“无法解释为什么忽视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 ,他们

不也象他们正在批评的政府一样自满自大吗?”[ 1]

也有来自有远见的学者的“空谷足音” 。如普林

斯顿大学的伯纳德·路易斯教授曾在《外交事务》杂

志撰文提醒西方国家了解以本·拉登为代表的极端

穆斯林势力的潜在力量及驱使他们从事恐怖活动的

动因。伊恩·莱塞在《反新恐怖主义》一书中预言世

贸大厦可能成为袭击目标 ,并提出建立美国“国家反

恐怖主义战略”的具体构想 。但这样的声音太微弱 ,

大多数的战略家和决策者更热衷于国家和战区导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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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御体系的鼓噪 。

三 、对恐怖主义研究相关问题

的反省与检讨

　　以“9·11”事件和反恐战争为契机 ,美国学术界

对恐怖主义进行了深刻地检讨和反思 ,其内容不仅

限于对恐怖主义的认识 ,还涉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观

及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取向的讨论。

1 、有关国家安全观的讨论

“9·11”事件无疑使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

的核心内容。布什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 ,发动了

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。对于用战争定义反恐斗

争 、并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手段的做法 ,美国学

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表示了不同的看法。如彼得·卡

赞斯坦教授认为 ,由于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,美

国人(包括一些美国学者)倾向于从军事角度理解国

家安全。阿富汗战争(和伊拉克战争)是对美国遵循

自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一种制度化的安全政策的本

能反应。这种制度化的国家安全政策在长达半个多

世纪的冷战期间得以强化 ,美国为防止其战略对手

发动另一场突然袭击而发展起来的庞大的高尖端武

器系统就是佐证 。[ 1]这当然包括“ 9·11”之前布什政

府斥巨资发展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 。

而在现实的美国政治中 ,每当国家面临危急时

刻 , “国家安全”总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符号 , “战争”

可以使美国朝野摈弃异见 、万众一心。“战争”还可

以繁荣军需产业 ,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。而美国绝

对强大的军事实力 ,也使它愿意用战争手段“维护”

国家安全 。

与美国透过军事凸镜观察和理解国家安全的做

法截然不同的是 ,美国的盟友德国和日本倾向于从

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角度看待国家安全和反恐问

题。彼得·卡赞斯坦教授在对德 、日两国的反恐政策

与美国的反恐政策做了比较分析后指出[ 1] :上个世

纪的 70 、80年代 ,德 、日两国都面临日益严重的恐怖

主义威胁 。由于二战的历史教训和战后经济高速发

展的成功经验 ,两国都努力地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

背景下寻求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。通过耐心

的“警察加情报”战略 ,两国均有效地遏制了本国的

恐怖主义活动。彼得·卡赞斯坦认为 ,用传统安全思

维理解反恐斗争既是过时的 ,又不利于美国与德 、日

等具有不同历史记忆的国家的反恐合作。

一些学者表达了与彼得·卡赞斯坦类似的观点。

他们认为 ,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固然很重要 ,但

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彻底消除恐怖主义 ,还会加剧对

手的仇恨和报复心理。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后的遭遇

以及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的血腥大爆炸就是证

明 。正因为此 ,美国新保守主义的“先发制人”战略

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。去年 ,美国 32位著名国际

关系专家联名在《纽约时报》发表公开声明 ,反对“先

发制人”战略 ,认为这一战略可能导致美国的绝对不

安全。

许多学者建议 ,为有效推行以反恐为核心的美

国国家安全新战略 ,应当更多使用军事手段以外的

其他工具 ,如情报 、公共外交 、国际合作 、经济援助与

制裁等 ,这将更有助于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。

2.有关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取向的讨论

“9·11”事件给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提出了一系

列现实的政策性问题:谁是恐怖分子 ? 恐怖组织是

如何运作的 ?如何遏制恐怖主义 ?对此类“怎么办”

(how)问题所表现出的措手不及 ,反映了国际关系

学界的研究取向存在严重问题。

杜克大学布鲁斯·詹托森教授在一篇题为《呼唤

实用》的文章中指出 ,主流的学科标准和做法正在扩

大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 , [ 2](P.181)使得以大学为基

地的学术世界愈益孤立 。象牙塔里的学者们制造着

象牙塔里自我循环的概念和理论 。他们的研究与现

实世界严重脱节 ,而现实世界才是学科存在的理由

———这对国际关系学科尤为如此 ,因为国际关系学

科的创立就是基于政策性的需求 。据此 ,詹托森教

授认为 ,以“9·11”事件为契机 ,现在是政策研究在国

际关系研究中重新据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了 。

不过 ,詹托森教授同时指出 ,强调政策研究的重

要性并非指望恐怖主义研究占据国际关系研究的中

心位置 ,也不意味着将理论研究逐出国际关系研究

领域。《国际组织》和《国际安全》应当同以往一样负

有与《外交事务》和《外交政策》等政策类杂志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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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命 ,但这种不同和差异应表现在“如何认识和解决

政策问题”而非“是否重视政策性问题”方面。詹托

森强调 ,在重视理论的同时不应当过分轻视政策 ,国

际关系研究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寻求更多的实用

性。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应当以研究政策问题为

荣 , “9·11”提出的问题以及“9·10”提出的其它领域

的政策问题都等待着学者的答案。对政策研究的需

求是巨大的 ,只是“供给”滞后了。
[ 2] (P.182)

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,认为国际关系的研

究者对“何谓好的学术研究”有错误的理解。国际关

系研究应当是“问题驱动”(problem-driven)式的研

究 ,即从一系列研究范式中选取一种来解释现实问

题 ,而不是“方法驱动”(approach -driven)式的分

析。
[ 5] (P.4)

对实用性的呼唤也需要重新设计研究生培养计

划。[ 2] (P.182)研究生院的政治学专业或国际关系专业

应当使学生对从事学术生涯和非学术的政策生涯都

有所准备 。研究生课程应有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和多

元化 ,学科的训练仍是主要的 ,但也应对政策问题和

政策领域有更深更广泛的了解 。还应鼓励研究生与

学术界以外的其它机构进行广泛接触 ,如在政府机

构 、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实习 。当然最关键的

是学术的职业市场应改变以往在招聘时过分偏好理

论的倾向 ,而且在政策领域谋得职业的博士生应被

视为另一种类型的求职的成功 ,而不是求职的失败 。

总之 ,在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美国学者看来 ,理

论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,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的挑战

相结合 ,既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责任 ,也有利于国

际关系学科的健康发展。

3.有关如何认识恐怖主义的讨论

如前文所言 ,以往的恐怖主义研究大多是“事件

驱动”式的对策研究 ,缺乏对恐怖主义这一现象的深

刻理解 ,更缺乏对付恐怖主义的战略性思考 。伴随

着“9·11”事件的发生 ,恐怖主义的基本性质和特点

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,许多恐怖事件已很难用传统

的方法去分析和归类。许多新一代恐怖组织(如“基

地”及其派生的组织)不再具有传统恐怖组织“等级

式”的组织结构 ,他们靠共同的意识形态松散地联系

着 。新一代恐怖分子比人们想象地还要聪明:他们

非常了解国际政治的走向 ,他们用精心策划好的恐

怖事件回应反恐战争。他们以全球视野构建恐怖战

略 。为更好地生存 ,新一代恐怖分子还不断变换自

己的战略和策略。

应对这样的敌人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一个目标清

晰 、有效的反恐战略。有学者认为 ,美国的政策制定

者和学术界的许多人并没有做好准备 ,他们还停留

在旧的思维模式中 ,他们的思想缺乏创新 。[ 6](P.30)

一些学者和专家提醒 ,抓获拉登和扎瓦希里并

不意味着反恐战争的胜利结束 ,相反 ,拉登的被捕或

死亡会引发更多的“圣战” 。
[ 7]
因此 ,对“后拉登时

代”的恐怖主义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。

总之 ,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以“9·11”事件为契机

所进行的反思 ,有助于纠正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在恐

怖主义研究等问题上存在的认知缺陷 ,有利于国际

关系学科的健康发展。这种反思将随着反恐斗争的

发展而不断深化 。从长远来看 ,这将对美国朝野正

确认识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产生深刻影响 。

[参考文献]

[ 1] 　Peter.Katzenstein.September 11 in Compara tiv e Per-

spective [ EB/OL] .http://www.apsa.com , 2002-9-1

[ 2] 　Bruce W.Jentleson.The Need for P raxis[ J] .Internation-

al Security.Vol 26 , No.4.

[ 3] 　[美] 伊恩·莱塞.反新恐怖主义[ M] .程克雄.北京:新

华出版社 , 2002.

[ 4] 　Editor' s Note.[ J] .International Security.Vol 26 , No.3.

[ 5] 　Audrey Kurth Cronin.Behind the Curve [ J] .Interna-

tional Security.Vol.27 , No.3.

[ 6] 　Milt Bearden.Bin Laden' s capture w ould no t stop Al

Qaeda [ N] .New Yo rk Times.March 27 , 2004.

(责任编辑　双木)

5


